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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福建省的失业者抽样调查数据，应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验证了积极的就业政策

对提高失业者再就业的有效性，并对这种作用进行了测量。分析发现年龄、文化程度、失业前就业单

位的性质以及是否参与过积极的就业政策项目的实施，是影响失业者失业持续期长短的主要因素。其

中参与过积极就业政策项目的实 施 可 以 使 失 业 者 再 就 业 几 率 提 高 到 71% ，是 否 参 与 过 积 极 就 业 政 策

项目的实施成为除文化程度外对失业者失业持续期的最大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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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外普遍称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本文不对两个概念进行区分，认为我国的积极就业政策等同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Active Employment Policies
in Tackling Unemployment: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Fujian province

WU Xiao-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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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use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 regression model with the survey data from
Fujian province to analyze whether the active employment policies ar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employment.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unemployment
duration; they are age，degree of education， the character of their former company and the active
employment polices. Joining in the policies will enormously improve the chance of being employed for the
unemployed person by more than 71% compared with those not joining in. And the active employment
policies become the second effectual factor besides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Keywords: active employment policies; unemployment duration;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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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积极的就业政策
①

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用来治理失业。而积极的就业政策作为治理

失业的手段是否有效，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其是治理失业的有效措施
［1 ～ 2］。然而一些学者

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积极的就业政策是无用的或只有微小的作用，尤其是与高额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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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比较
［3］。此外，国外还有学者对各项积极就业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

［4 ～ 5］。国内在该领域的研

究是缺乏的。我国劳动力市场建立较晚，相关的统计数据更是匮乏。大多数现存的研究都是通过

分析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该如何建立劳动力市场政策，很少涉及关于各种政策法规效果的评价。
关于积极就业政策在治理失业中作用的实证研究则很少见。

本文应用实际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来检验积极就业政策是否

对缩短失业持续期、促进再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对这种影响力的大小进行实证分析。

一、调查样本的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是由福建省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协会、厦门大学和福州师范大学为完成福建省社会

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福建省统筹城乡就业问题研究”，于 2008 年 7 ～ 9 月共同组织实施的。课题

组成员对福州、厦门的失业者①进行实地调查，分别选择了失业问题比较严重、失业人员比较集

中的 12 个社区的失业人员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发放问卷 1300 份，回收合格问卷 1232 份，其中

合格样本 1198 份。
1. 失业者对于积极就业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参与情况

在问卷调查中，积极就业政策被设计成以下六项: ①由有关部门直接创造或者开发就业机会

( 公共建设工程计划、公共服务职业等)。②提供免费培训或再培训。③鼓励自主创业，提供小

额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④向雇用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提供减免税收、社会保障金等优惠政

策。⑤公共就业服务部门提供免费服务 ( 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政策咨询、就业信息服务)。⑥
发放 “再就业优惠证”。

从积极就业政策的宣传力度来看，劳动者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并不高。知道或者了解至少其中

一项积极就业政策的失业者有 63. 6% ，对积极就业政策一无所知的占 36. 4%。从失业者对积极

就业政策参与情况来看，积极就业政策的覆盖面仍比较低，曾经参与过积极就业政策 ( 一项或

者多项) 的失业者仅占 10. 4%。
2. 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期情况分析

截至 2008 年 8 月，调查对象中成功再就业的人数占 45. 4% ，在调查时刻仍处于失业状态的

劳动者占 54. 6%。成功再就业人员的失业持续期平均值为 10. 8 个月，而仍处于失业状态的失业

者的右截断失业持续期平均值为 25. 4 个月，远远高于前者，而其失业持续期的不完全性决定了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这部分样本的失业持续期还会继续延长。从总体上看，样本的失业持续期较

长，其中女性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期相比更长，但女性、男性失业者在失业持续期上差别不大。本

次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分析结果与国家统计局 2003 年的专项调查数据②以及马骏等人独自收集到

的有关北京市下岗职工的样本数据结果相类似③。
通过对失业者按参加与未参加积极就业政策进行分类，并对两类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期进行卡

普兰-梅尔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可以发现似乎积极就业政策并不是那么有效，参与过积极

就业政策的失业者的生存曲线落在未参与过任何项目的失业者曲线上面，说明参与者的再就业成

果还不如那些未参与过任何项目的失业者，因为其在相同时点上继续处于失业状态的比例更高。
前者的失业持续期平均值为 20 个月，后者的平均值为 17 个月。当然这可能是我们前面分析的失

业持续期的右截断性造成的，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两种人群的再就业率，参与过积极就业政策的失

业者的再就业率为 42. 5% ，而没有参加的失业者的再就业率明显高出前者，为 54. 9%。经分析，

可能有两种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发生，一是目前出台的积极就业政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偏差，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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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通常意义的失业是指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愿，暂时失去工作，但积极寻求就业的劳动者。本研究分析的是正处于失业
状态的失业者或曾经历过失业但已成功再就业的劳动者在失业期间是否受到积极就业政策的影响，为了方便分析，本研究
中将这两类人统称为失业者。且要求调查对象中男性年龄需介于 16 ～ 59 岁、女性年龄需介于 16 ～ 54 岁，调查对象中仍处
于失业的劳动者是经济活动人口，需有就业意愿，在被调查时间的前 3 个月中有再就业行为。
杜凤莲、刘文忻在其 “失业救济金与中国城镇人口失业持续时间”一文中计算得出，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为 7. 5 个
月。
在北京，半数以上的下岗者处于下岗状态的时间在 18 个月到两年之间。



能达到治理失业的作用; 二是制定积极就业政策的初衷在于帮助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

渴望就业的劳动者就业，由于这些人本身处于劣势，所以其失业持续期较长，再就业率较低。

二、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设计和回归结果分析

1.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设计

首先，我们将生存时间定义为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设有 n 名失业者 ( i = 1，2，L，n) ，

第 i 名失业者的生存时间 ( 将失业开始视为生存时间的开始，成功再就业为生存时间的结束) 为

ti，同时该失业者具有一组个性变量 x1 i，x2 i，…，xpi，传统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中的死亡风险

度，在本研究中为 “失业死亡”，即再就业的可能性，则模型为:

h( t，X) = h0 ( t) exp(β1X1 + β2X2 + L + βpX p)

在模型中，h0 ( t) 是 X 的全部分量为 0 时基础生存分布的风险率函数。风险率函数两边同时除

以 h0 ( t) 并取对数后，得到的就是回归方程。不同个体具有成比例的风险率函数，即对于任意

两个协变量 xi = ( x1 i，x2 i，…，xpi) 和 xj = ( x1 j，x2 j，…，xpj) ，h ( t / x i) / h ( t / x j) 不随时间

t 的改变而改变。因此，给出协变量 xi = ( x1 i，x2 i，…，xpi) ，风险率函数可以表示为:

h( t /X) = h0 ( t) × g(X) ，

其中 g (X) 是 X 的函数，称为相对风险度，即:

g(X) = h( t，X)

h0 ( t)
= exp(β1X1 + β2X2 + … + βpX p)

风险比( risk ratio) = RR1 = Risk2
Risk1

=
exp［β1 (a + 1) + β2 x2 + … + βpxp］

exp［β1 (a) + β2 x2 + … + βpxp］
= exp(β1 )

故回归系数 β j 反映了其他自变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Xj 改变 1 个单位所引起的风险比改变

量 exp (β j)。考克斯 (Cox) 提出使用极大似然法来估计 β 的值。其意义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或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的偏回归系数的意义相似，表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各个因素对回归

方程的独立贡献程度。
失业持续期的可能影响因素很多，但失业持续期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
第一，劳动者的个人特征。一是失业持续期 ( 受访者再就业时的年龄减去最近这次失业时

的年龄，为完全数据; 若受访者接受采访者时还处于失业，则为受访者接受调查时的年龄减去其

失业时的年龄，为右截断数据)。二是失业者的年龄和工龄。三是失业者的文化程度。
第二，失业之前工作单位的性质 ( 如国有或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
第三，失业者是否参加有关部门提供的积极就业政策项目。
2. 回归模型检验及结果输出

通过卡普兰-梅尔生存分析图显示，参加过与没有参加过积极就业政策的失业者的生存曲线

虽然没有交叉，但随着失业持续时间的持续，两条曲线相对于生存时间并不是平行的，两者的差

距逐渐扩大。可见，本文的样本不满足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 PH 假设，可能是一个或者多个

协变量的值随时间而变化。经分析，失业者的年龄和工作经验有可能为时间依存变量。首先利用

偏残差模型诊断指标，来分析两个变量是否是时间依存变量，对年龄和工作经验两个变量分别拟

合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所得残差值再与生存时间做散点图。其中由工作经验变量拟合的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没有通过 χ2 (Chi-square) 等检验，表明该变量应该在模型中被剔除。而年

龄的偏残差与失业持续期构成的散点图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存在一定正相关性，说明年龄是

时间依存变量，必须将模型进行修正。
在构造了时间依存变量后建立时间依存变量的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我们默认强迫引入

法，即 所 有 自 变 量 强 制 进 入 回 归 方 程， 通 过 模 型 系 数 综 合 检 验 ( Omnibus Test of Model
Coefficients) 的结果发现全体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显著，可以用模型拟合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

的关系。而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最后一步的输出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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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型中通过检验的系数统计值

变量名称 系数 β 显著性 exp ( β)

年龄 ( β1 ) － 0. 05 0. 00 0. 95

文化程度 ( 以从未上过学为基础变量) ( β2 ) — 0. 00 —

研究生 ( β21 ) 2. 82 0. 00 16. 80

大学本科 ( β22 ) 0. 24 0. 73 1. 28

大专 ( β23 ) 1. 08 0. 06 2. 94

高中 ( 中专、职校、技校) ( β24 ) 1. 12 0. 04 3. 06

初中 ( β25 ) 0. 78 0. 16 2. 17

小学 ( β26 ) 0. 41 0. 47 1. 51

失业前工作单位性质 ( 从未就业过为基础变量) ( β3 ) — 0. 01 —

国有或集体企业 ( β31 ) － 0. 18 0. 72 0. 84

外资或私营企业 ( β32 ) － 0. 45 0. 37 0. 64

个体经营者 ( β33 ) － 0. 74 0. 13 0. 48

企业临时工 ( β34 ) － 0. 93 0. 06 0. 40

是否参与任何一个或多个积极就业政策项目 ( β4 ) 0. 53 0. 08 1. 71

表 1 中文化程度、失业前工作单位性质、是否参与任何一个或多个积极就业政策项目，这 3
个变量在问卷中设计为定性变量，所以可以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中，例如，对于文化程度对失

业持续期影响的分析中，将文化程度为从未上过学视为参照组，其他文化程度视为比较组，具体

地说，其他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说明的是其与参照组相比的差异程度。
3. 模型回归系数的解释

除了个别指标，模型中 4 个变量基本上都通过了检验。年龄这一变量的系数为 － 0. 05，小于

零，说明这一变量是保护因素，即维持失业状态的因素，exp ( － 0. 05) = 0. 95，失业者的年龄

每增加 1 岁，其再就业的可能性就降低 5%。通过前面的基本数据分析我们知道，失业者的年龄

虽然不算大 (33. 7 岁) ，但失业者的年龄跨度较大，从十几岁到 50 多岁，那么年龄稍大些的劳

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想要获得就业机会，显然是较困难的。失业前工作单位性质这一变量的参照

组为 “从未就业过”的失业者，而所有其他对比变量的系数均为负，说明从未就业过的劳动者

几乎都为新生劳动力，虽无工作经验，但亦无失业经验，相对于其他求职者更具竞争力。而有失

业经历的劳动者中，来自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失业者再就业的可能性最高，为从未就业过的失业者

再就业可能性的 84% ，其次为曾经就职于外资或私营企业劳动者或者个体经营者，他们再就业

的可能性分别为从未就业过的失业者再就业可能性的 0. 64% 和 0. 48% ，再就业可能性最低的是

失业前工作为企业临时工的失业者。
当其他因素一定时，从未上过学的失业者作为参照组，其再就业的可能性最低，而其他文化

程度的失业者的再就业可能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再就业可能性最高的是拥有研究生学

历的失业者，为参照组的 16. 8 倍。之后，是高中 ( 中专、职校、技校) 学历的失业者，他们的

再就业可能性为参照组的 3. 06 倍左右。接下来为拥有大专学历的失业者，相对于参照组，其再

就业可能性也提高了 1. 94 倍之多。其他文化程度 ( 大学本科、初中及小学) 的失业者与参照组

的再就业可能性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β4 = 0. 53≥0，说明是否参与任何一个或多个积极就业政策项目变量是风险变量，即能增加

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可能性的变量，表示曾经参加过积极就业政策项目的经历将提高失业者脱离

失业状态的可能性。exp (β4 ) = 1. 71 表明参加过积极就业政策项目的失业者的再就业可能性提

高了 71% ，远高于未参加过任何积极就业政策项目的失业者的再就业可能性。该结论证实了前

面基本资料分析中的第二种假设，即从表面看，参加过积极就业政策项目的失业者的就业、再就

业成果不是很好，但这可能是由于政策针对的对象重点是再就业困难的人群，而相对于同等条件

( 包含年龄、学历、失业背景三个因素) 的未参加积极就业政策的失业者，参加某项或者多项政

策，极大地促进了失业者摆脱失业的可能性，说明我国的积极就业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促进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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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效。
综上，很多因素都能影响失业者再就业的可能性，而是否参加过积极的就业政策项目，成为

除失业者的文化水平外，最能影响其再就业可能性的因素。

三、启示

虽然关于积极的就业政策养懒汉和无用说的声音经常出现，但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积极

就业政策的有效性，并对某些现象给出 了 合 理 的 解 释，即 将 年 龄、教 育 程 度 等 因 素 纳 入 模 型 分

析，参加过积极就业政策项目的失业者的再就业率是同等背景条件下 ( 包括失业者的年龄、性

别、失业持续期长度及文化程度等) ，但未参加过任何积极就业政策项目的失业者的 1. 71 倍。可

见我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失业者再就业过程中确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应该给予

充分重视。
但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的积极就业政策被劳动者所了解的程度并不高，失业者中对

该政策一无所知者占 36. 4% ，而积极就业政策项目的参与率也较低，仅有 10. 4% 的失业者参与

过积极就业政策项目。说明我国应继续加大对积极就业政策项目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扩大对积

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政策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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